
引言

江西省博物馆和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收藏了一

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 年8 月-1937 年7 月）的

《分田证》，如1930 年8 月20 日瑞金东区陈埜隘农

民协会发给沈啟墂的《耕田证》（图1），1931 年12

月赣县柴冈乡苏维埃政府发给黄业湖的《分田证》

（图2）。

沈啟墂《耕田证》载明沈啟墂家四人，每人分田

四担，共计分田十六担。黄业湖《分田证》载明黄业

湖家二人，分上田三担、中田七担、下田六担，另

加一块上田六十升。江西省博物馆等一些其他博物

馆也藏有使用“担”为土地面积单位的分田证。

1  “担”及土地面积相关计量单位简述

我国传统的土地面积单位是“亩”，与亩相权的

有顷、分、厘、毫等。

“亩”字的起源较早，《诗经·魏风》：“十亩

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

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屈原《离骚》：“余

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亩”就已被广泛使用了。“亩”字原义为

田垄、田埂，据说与商周时期的井田制有关。《孟

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

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

私事。”《谷梁传》：“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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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的《分田证》是重要的红色文物，这些《分田证》

上常见以“担”数表示田地的大小。本文结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相关历史文献，对以“担”数表示土地面积

的原因及其与斤数和亩数的折算关系等进行了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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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沈啟墂《耕田证》（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藏）

图2  黄业湖《分田证》（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藏）

一亩的土地面积，古人以“步”为单位丈量。

《说文解字》：“六尺为步，步百为畮（亩）。”

《汉书》：“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

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是为周

制，然秦商鞅废井田制，改二百四十步为亩，秦汉

以后遂有大亩、小亩之制，北齐甚至以三百六十步

为亩。直到唐代，重新厘定田亩制度。《旧唐书》：

“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

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至唐，均行大亩之

制。《新唐书》：“唐制，度田以步，其阔一步，

其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之后历代基本

均沿用唐代的田亩制度。明代徐会瀛辑《文林聚宝

万卷星罗（卷17）》：“引之所起于步（五尺也），

六十步为角，二百四十步为亩，三百六十步为里，

百亩为顷。”《清史稿》：“凡丈蒙地，五尺为弓，

二百四十弓为亩，百亩为顷。”

“亩”是古代官方确定的土地面积单位，但在

民间，也普遍使用其他单位度量田地面积，常用的

有三种类型：一是以种子或秧苗的用量作为田地面积

单位，如把、斤、石（担）；二是以作物的收获量作

为田地面积单位，如斗、箩、石（担）；三是以耕作

投入的劳动量作为田地面积单位[1]。苏区分田证上的

“担”是什么单位呢？

在这类分田证上的“担”有时也写作“石”。

《汉书·律历志》：“量者，龠、合、升、斗、斛

也，……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

为斛，而五量嘉矣。权者，铢、两、斤、钧、石

也，……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

钧，四钧为石。”表明“斛”“斗”“升”是容量

单位，“石”“斤”是重量单位。近年来部分学者

认为，早在战国时期的秦国，“石”就被用作容量

单位[2]，十斗为一石，而战国时期秦国的容量单位

“桶（甬）” 也是十斗，当“石”被用作容量单位

时，等同于“桶”，在秦汉文献中，作为容量单位

“石”较“桶”更为常见。“桶”在王莽时被改称

“斛”。而“担”繁体写作“擔”，其可能源于“儋

（ dàn）”。唐代颜师古注《汉书·蒯通传》云：“夫

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

之位（《史记》亦有此言）。”应劭注曰：“齐人名

小甖为儋，受二斛。”晋灼注曰：“石，斗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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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师古注曰：“儋，音都滥反。或曰：儋者，一人之

所负担也。”唐·李贤注《后汉书·孝明帝纪》说：

“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

而财力尽于坟土。《前书》音义曰：担音丁滥反。

言一石之储。《方言》作‘甔’。”郭璞注曰：“所

谓家无甔石之储者也，字或作‘儋’，音丁甘反。”

卷二十七《后汉书·宣秉传》李贤注曰：“《前书》

音义曰：‘齐人名小甖为擔，今江淮人谓一石为一

擔。’”清代沈龄撰《续方言疏证》说：“江南谓一

石为一擔。按：‘擔’通作‘儋’。” 

《三国志》《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

《宋史》《元史》等均有“儋石之储”“儋石之财”

之语，形容国库空虚或家产微薄。《幼学琼林》：“家

无儋石，谓其极贫。”

“儋”自西汉已有，虽不见于历代律历志，但

确为与“石”相同或接近的计量单位，应劭说：“一

儋为二斛。”刘向说：“十斗为一石”，而西汉十斗

亦为一斛。北宋沈括著《梦溪笔谈》：“钧石之石，

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

汉已如此……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

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

也。”清代顾炎武撰《日知录》卷十一引嵇康《养生

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 顾炎

武说：“古时一石重一百二十斤，与一斛之数不甚

相远。古时十斗为斛，一斛即是一石。后世五斗为

斛，两斛为一石，宋时已然。”

“石”作为土地面积使用最早见于东汉，长沙

东牌楼汉简有“母姃有田十三石”[3]，从该简的上下

文分析，可能是以用种子的石数（重量）来表示田

地大小。以用种量表示田地大小也是我国一些地区

的习惯用法，周立波以其家乡湖南益阳为背景创作

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说 :“在王家村，有两石

田，一个瓦屋，还有一座茶子山。”周立波在书中

注“一石田是六亩三分”，即是表示六亩三分田用种

一石。

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土地面积单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土地面积单位并不统

一，如1928 年在湘赣边界地区“当时塘边分田，每

人平均分十五箩谷田（约二亩五分）”，“我们那

是1928 年古历四、五月份分的田，那是分青苗，首

先成立分田委员会，然后分为甲、乙、丙三等，是

按人口分，每人是一石八斗（每石合八分）”[4]。

“一九二八年插了秧以后开始分田，大陇乡每人名

下分得六担谷田”[5]。在江西吉安地区，“分了田的

为汀塘、斑鸡坑、塔水、新塘、塅上等五村。汀塘

每人分田二亩（打四箩到五箩），斑鸡坑每人分二

亩半田，塔水、塅上两村每人均分田二亩，新塘每

人只分得八分田”[6]。1930 年11 月21 日，毛泽东同

志到吉水县木口村调查，木口村“此次分田每人分

得七石八斗”[7]。黔东苏区“1 挑面积的田征1 ～2 碗

谷税，一亩地约6 碗”[8]，1934 年7 月《黔东特区没

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计算土

地时，应该计算他的收获量、位置和收获品种类的

价格，将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以中等为标准，计

算收获品，以包谷及大谷为标准，大的可得干包谷

一斗二升之地，相当于大谷一挑之地。”[9] 陕北革命

根据地“按人分配，成年男人每人分地7 垧，成年妇

女每人分地5 垧，小孩每人分地3 垧”[10]，“神木三

区六乡有8 个自然村，每人平均分地3 垧半（每垧实

际是2 亩）。四乡有14 个自然村，但各村人口稀少，

土地平均数量大，每人就分了6 垧左右。”[11] 渭北革

命根据地“1932年种麦前……传达苏维埃会议精神，

叫我们马上分地……分地时去的群众很多，我和杨

德春拉尺丈量土地。我记得有十几户分到了土地，

我分了五亩”。[12]

这些单位中亩、垧是传统的土地面积单位，而

担、石、箩、斗、升实际上是容量单位。黔东苏区

的“挑”，疑为古代田亩计量单位“角”，四角为一

亩，恰与“1 挑面积的田征1 ～2 碗谷税，一亩地约6

碗”的比例关系相合。

为什么担、石、箩、斗、升等容量单位用于土

地面积呢？我们从革命根据地的其他文献中可以找

到端倪。

1930 年3 月24 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

过的《土地法令》规定：“分田面积以收获实谷计算，

单季者折半扣算。”[13] 明确规定了土地面积按收获

的实谷计算。

1933年中央苏区开展查田运动，“根据一九三三

年七、八、九三个月的统计，中央苏区江西、福

建、粤赣三省共计查出地主六千九百八十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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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出富农六千六百三十八家，从这些被查出的地

主、富农等手中收回土地三十一万七千五百三十九

担”[14]。这种涉及多个省份大范围的土地清查使用

“担”作为面积单位，表明以“担”作为土地面积

单位广泛流行于闽、赣、粤等地区，是这些地区的

传统用法。这种以收获量表示田地面积的做法，不

需要测量田地的亩数和评定等级（肥沃贫瘠程度），

具有简便、公平、高效的特点。

1933 年6 月1 日《土地登记条例》规定：“凡水

田、旱田之登记，以田面的担数为标准。各地以亩

数、桶数或斗数计算者，概要折合担数计算，不得

另立标准计算。”“每担田面，须载明可收实谷多

少，以该田地在中等年成，可收干谷一百斤（十六

两秤）为一担。”“木梓山，以三年平均可实收桃

子的担数为标准（每担桃子，以一百斤为度）”“竹

山，以两年平均可收圩麻的担数为标准（每担圩麻，

以一百斤为度）”。[15] 可见“担”等容量单位用于

土地面积缘起于这种折算关系。

“石”在古代读“ shí ”，后来由于与“儋”

和“担”的混用，才被读作“ dàn”。那么，一担

与一石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对比苏区文献中的“担”

与“石”，如1931 年《中共赣东北省委关于苏维埃

工作报告》说：“现在土地税法完全是站在阶级立

场，根据累进税来规定的：（1）五石谷免收，五石

至十石起每石收税谷六升，农民全年收获量从十石

起每十石一增加，土税即二才一累进；（2）用收获

量规定上中下的田：收谷四石五斗为上田，三石五

斗为中田，二石五斗为下田。用这一收获量乘农民

分得上田中田下田的亩数，即为某农民的全年收获

量，再照税率收税[16]。”1932 年颁布的《赣东北苏

维埃政府土地税法》[17] 第三条规定：“上田每亩全

年收获谷四担二斗；中田每亩全年收获谷三担五斗；

下田每亩全年收获谷二担五斗。”1933 年2 月中央土

地部提出：“我们要在今年做到每担谷田比去年平均

多收两斗谷子，就是说要比去年多收两成收获[18]。”

对于上田由“四石五斗”和“四担二斗”不同的规

定，方志敏同志在1932 年作的《对于今年土地税征

收法的解释》中说：“去年规定上田每亩全年收获

谷四石五斗，今年规定上田每亩全年收谷只四石二

斗，一亩减少了三斗之数。”[19]1931年11月28日《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第十八条附“江西省农业

税征收办法”规定：“农产品平均每家每人收获以

干谷四石以上计算开始征收……四担（税率）百分

之一，五担（税率）百分之二……[20]。”这些苏区文

献清晰的表明“担”与“石”是相通的，可以互换

和混用，即一担等于一石，而1931 年7 月24 日闽西

苏维埃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税问题通知》（第76号）

规定，“以每十斤为一斗，十斗为一石，一石为一

担（即一百斤）计算”[21]，更是明确地说“一石为一

担”。

3  “担”“石”的量值以及与亩数的折算关系

“石”原为重量单位，但早在秦汉时期，“石”

就也被用作容量单位[22]。近代的“担”一般为容量单

位，并与重量单位具有固定的折算关系。

1930 年7 月《中国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

对田地面积“担”的注说“‘担数’系以官秤百斤计

算”[23]。

1930年《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布告》规定：

“乙、每收谷6 石者起码征收（规定90 斤为一石）
[24]。”

1931 年7 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税问

题》的布告说：“每担谷炸燥后一百斤（十六两秤）

计算[25]。”

1931 年7 月24 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关于征收土

地税问题通知》（第76 号）规定：“以每十斤为

一斗，十斗为一石，一石为一担（即一百斤）计算
[26]，”1932 年7 月13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关于修改暂行税则问题命令》（第

7 号）第四条规定：“收税一律以实谷计算（每十六

两秤一百斤干谷为一担）。”

1932 年7 月《土地税征收细则》规定：“四、

收税一律以实谷计算（每十六两秤一百斤干谷为一

担）。”[27]

1933 年11 月毛泽东同志在《长岗乡调查》中记

录：“谷每担（九十斤），花生、番薯、豆子每担

（一百斤）。”[28]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山林税征收细

则》对木梓（主要是油茶子）、竹麻等也以担为单

位，每担一百斤。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拟定《推行画一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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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制度暂行章程》奏章中说“俗有以一百斤为一

担者，案户部则例税则，虽有每担征税若干之文，

并无明定百斤为担之制”，说明清代并无一担等于

一百斤之明确规定。1929 年2 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

《度量衡法》规定市用制容量单位“石等于百升即

十斗”，重量单位“担等于百斤”[29]。1934 年1 月25

日伪满洲国颁布的《度量衡法》规定“量”的单位“石

（一百升）”“衡”的单位“担（一百斤）”。 

苏区文献中，虽然偶尔有一担不是一百斤的情

况，但绝大多数文献均规定一担为一百斤（十六两

秤），这种折算关系既源于民俗，也符合律法。在

后来的解放区文献中，也可见对担与斤的折算关系

的规定，如1949 年2 月《山东省税务局征收煤及金

矿统税实施办法》规定：“煤之计税单位为‘吨’

（二千市斤），金砂计税单位为‘担’（一百市斤），

金之计税单位为‘两’。1949 年9 月26 日《江西省

一九四九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施行细则》规定：

“稻谷每一百斤为一石（合机米六十五斤），田地

均以市亩计，每一市亩为二百四十弓（五尺为一

弓）。”

但以“担”或“石”作为土地面积单位则是地方

习俗，那么，一担（石）谷田是多少亩呢？

1933 年2 月《战争急剧开展中党团苏维埃公会加

紧春耕动员》说：“要做到每石谷田比去年多收两

斗谷子（就是每亩田增产六斗谷子）[30]”。据此折算

可知，一亩等于三石谷田，即一石谷田约三分之一

亩（约三分三厘）。该折算值与前文引用的文献中说

“（1928 年）每石合八分”[31] 相差较大，估计是由

于土地等级不同以及苏区粮食逐年增产等原因产生

的。1934 年3 月26 日由江西省苏俱乐部创作的红色

话剧《春耕占线》中的一句台词说“旧年一担田是

收到一担半谷的”，表达的就是以前产量不高的情

况。从1928 年12 月发布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

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苏区分田后在党

的指导和领导下，粮食产量逐年提高。1930 年10 月7

日刘士奇的报告说：“赣西南根据地平均每人可分到

至少3 担谷，至多12 担谷，五六担谷占大多数。湘鄂

赣根据地的浏阳地区，田多者乡每人可分8 担谷田，

少者可分5 担谷田。在闽西根据地，各县每人分得土

地数量的最高额是：龙岩18 担、上杭13 担、永定12

担、长汀8 担、连城4 担。”而对于亩产量，“湘鄂

赣根据地阳新县蔡家湾，1929 年分配土地后，由过

去亩产最低200斤，最高400斤，提高到平均400斤，

最高达800 斤。”

苏区分田之前，先要查田和对每块田评定等

级，田地的等级是按亩产量划分的，《赣东北苏维埃

政府土地税法》规定的“上田每亩全年收获谷四担二

斗；中田每亩全年收获谷三担五斗；下田每亩全年收

获谷二担五斗”[32]。据此推测，沈啟墂分田十六担，

折算亩数约四亩；黄业湖分上田三担、中田七担、下

田六担，另加一块上田六十升，折算亩数约五亩三

分。

在分田时，无论用亩数还是担数，对于确定了

等级的田，均可相互折算。而用担数分田，除了传

统习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直接乘以税率计

算税额，便于缴纳和征收农业税。

4  “担”的其他应用

“担”不仅用于种植谷物的田地，也用于其他

方面，如1934年中央土地部对种植棉花的计划说“在

中央苏区至少要种植五万担谷田的棉花”[33]，“今

年（1934 年）在杂粮的种植方面……麦子由35075

石加种到70078 石，即几乎一倍；油菜从38690 石

加种到71002 石；湖豆、雪豆从6940 石加种到10252

石”[34]，在水利方面“武阳区的一个新塘，面积十三

担谷田，可灌二千多担谷田”[35]。

5  结语

以粮食产量的“担”数折算土地大小作为民间传

统用法在革命根据地时期被普遍采用，这在当时是

一种通行有效的用法，但随着革命的发展，逐渐被

更规范、统一的计量单位取代，以亩、垧等为土地

面积单位的法规和文献逐渐增多，如1944 年8 月晋冀

鲁豫边区发布《关于使用新秤的指示》，规定从1944

年11 月1 日起边区公粮不准再按石斗计算。1948 年7

月22日在《统一货币与度量衡标准》的通知中说：“财

政部门钱、粮、实物收支折米，一律以斤为单位记

账，不必再折斗石。”[36]1948 年2 月陕甘宁边区《颁

发土地房窑证办法》规定：“土地登记一律以亩计

算。”[37]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次对计量单位的改革，在

1990 年明确了在统计等领域，以平方公里（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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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hm2）和平方米（m2）作为土地面积的计量单

位（自1992 年1 月1 日起施行）[38]。非法定计量单位

“亩”虽然仍常见使用，但“担（石）”“斗”等用

于土地面积的用法，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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